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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康康康的的漫漫长长评评估估路路

  采访快结束时，一个细节深深触动了我：6岁的康康
拿起妈妈的手机，熟练地输入密码，屏幕应声而亮。母亲
陈芳轻声说：“他只见过一次，就记住了。”这个孤独症孩
子，对数字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却无法理解什么是康复
评估以及为何每次评估都要经历如此漫长的奔波。
  这或许正是当前孤独症孩子康复评估体系的缩
影：一些孩子虽有独特的天赋和能力，但支持系统还

不够完善。
  回望康康的评估之路，折射出的是千万孤独症
家庭共同面临的困境：数量有限的评估机构、高昂的
自费支出、复杂的评估流程，这些都在无形中加重了
这些家庭本就沉重的负担。
  令人欣慰的是，改变正在发生。北京市的康复评估机
构增加至6家，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更重要的是，我们
需要从政策层面构建一个更加友好、便捷的评估体系。
  首先，推动评估资源下沉。可以通过建立专家巡
诊制度、远程评估机制等方式，让专业服务真正延伸

到基层。同时，着力增加评估机构数量，扩大现有评
估机构规模，通过增设评估中心、扩容接诊能力、培
训专业人才等举措，切实提升服务供给能力，减轻偏
远地区家庭的奔波之苦。
  其次，完善医保报销政策。评估费用作为孤独症
儿童康复的必要支出，如果能够纳入医疗保障范围，
将有效减轻这些家庭的经济压力。
  最重要的是，评估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真正的
目的是通过评估为每个孤独症孩子量身定制康复方
案，帮助他们发挥潜能，融入社会。

  “康康们”需要的不仅是一纸评估报告，更是一
个包容、支持的环境。当他们能够在自己熟悉的环境
中接受专业评估，当评估不再成为家庭的经济重负，
当每一个特殊的孩子都能被看见、被理解、被善
待——— 这才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
  政策的温度，体现在每一个细节的改善上；社会
的进步，彰显在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里。让评估之路
不再漫长，让每一个“康康”都能在阳光下快乐成长，
这需要我们共同的智慧和努力。

（文丽娟）  

折射出千万孤独症家庭面临的困境

□ 本报记者   余东明 张海燕
□ 本报实习生 赵梓丞

  九岁离家，流浪三十余载……如今，入狱5年、今年
45岁的“三无”（无身份证、无户籍、无家庭住址）罪犯老
刘要出狱了，回归社会后他将何去何从？谁又会成为他
“新生”的领航人？
  带着这些疑问，《法治日报》记者近日来到上海市
吴家洼监狱，和民警一起陪他走上“寻家”之路。

忐忑回家

　　个矮，极瘦。这是记者对老刘的第一印象。此刻，他
正蜷缩在警车后座上，怔怔地望着窗外……平静之下
暗藏忐忑之心，或许此刻他正担心如何回家、如何面对
这个陌生的社会。
　　2020年12月，老刘因犯盗窃罪被关进吴家洼监狱成
了“三无”罪犯。“我们口中的‘三无’罪犯又有另外一层
意思，即无会见、无通信、无汇款，像老刘这种双重‘三
无’的罪犯，教育改造和安置帮教的难度可想而知。”老
刘的主管民警、吴家洼监狱民警蔡宏清向记者介绍。
　　蔡宏清仍清晰地记得，刚接管老刘时，他对任何事
情都反应迟钝，对未来更不抱希望。于是帮他找到家几

乎是教育改造的唯一突破口。然而，漫长的岁月蚕食了
老刘对家的绝大多数记忆，只依稀想起自己来自江西
的一个小村庄，然而当地公安机关在协助调查后却回
复“查无此村”。
　　一筹莫展之际，公安民警发现该村名与某村曾用
名相似。可即使缩小了排查范围，鉴于老刘从小出走，
体貌特征发生巨大变化，亲属辨认也成了难题，更何况
他无法说清家中任何亲人的姓名。
　　尽管难度大，希望小，吴家洼监狱民警仍坚持不
懈，他们联合江西公安张贴告示、照片指认，两地民警
联手排查了数月，终于迎来重大转机。一刘姓人家闻讯
赶到派出所，通过详细了解情况，基本确定老刘就是他
家30年前走失的堂弟，其坎坷的童年经历也浮出水面。
　　老刘出生于1980年，母亲患智力障碍，父亲在其年
幼时就病亡，母亲改嫁后，他由伯父抚养。由于幼时调
皮，经常与伯父家子女发生争执，9岁时便负气出走，未
再回家。
  据老刘堂哥介绍，他离家后，家人曾四处寻找，可
不得踪影。这次终于得知下落，堂哥很激动，立即通知
家人想来监狱认亲……而老刘在得知找到亲人后，改
造积极性也高涨起来，并获得减刑机会，可以在今年8
月提前出狱。

  然而，就在出狱前夕，一份DNA鉴定报告给刚热络
的亲情浇了盆冷水。

余波再起

　　鉴定显示，老刘与其母亲有血缘关系，但与伯伯并
非血亲，他真正的生父无从得知。堂哥堂姐得知情况
后，对他的态度急转直下，明确表示拒绝接他回家。
　　无奈之下，监狱民警只能反复沟通，老刘堂哥堂姐
最终表示愿意接收其落户。出狱当天，老刘坐上了专门
送他回家的警车。
　　“没事的，家里人马上就来了。”到了当地司法所，
老刘更加紧张，蔡宏清安慰他，“工作问题也不用担心，
当地都提前协调好了，你只要认真努力就行”。
　　得益于前期沟通，落户和身份证办理很快就好了。
然而记者注意到，老刘回到老家后，接他的家人却迟迟
没有现身。民警不得不拨打电话，再三催促下，老刘的
几位堂哥堂姐终于来了。
　　“你真是我弟弟吗？”老刘的一位堂姐上下打量他，
转身询问监狱民警，“他到底和我们有没有血缘关系？
他之前偷东西，今后还会不会再偷啊”……一连串的质
疑声让本就疏离的亲情愈发淡薄，老刘蹲在花坛边，手
里捻着几株野草，瘦小的身躯蜷缩得更紧了。

　　“我们可以出钱，但没法让他住在家里。”另外一位
堂姐告诉记者，他们对这个堂弟有点记忆，但大家心里
都有疙瘩，不愿意让“陌生人”住到家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监狱民警对老刘家人解
释和安抚时，原先约定好接收老刘的工作单位又突然
变卦。面对此情此景，老刘不住地抠着手上的老茧，双
眼更加浑浊并愈发暗淡。

终获新生

　　出发前，吴家洼监狱一行民警曾设想过无数可能，
但如此困局还是令大家猝不及防。
　　“根据评估，如果老刘没有稳定的工作和住所，短
时间内再犯罪风险极高。”教育改造科民警缪鸿宇说，
如果有亲情加持，再加上一份稳定的工作，再犯罪率就
会大大降低。
　　当晚，当地镇政府、司法所、派出所和监狱相关工作
人员一行，再次谋划起老刘的“前途”。“他出狱后有七千
多元的劳动所得，可以先在村里租个房。”司法所王所长
说，村庄是他儿时生活过的地方，无论是方言，还是周边
环境，都可能唤醒他沉睡的记忆，找到归属感。
　　“500元能在村子里租个小房子，我们还可以安排一
名村民协助他一个星期的日常起居，帮他熟悉环境。”

当地村支书爽快地答应下来。
　　“工作还要再多费心，他在监狱内学过修车、护理，
能吃苦，肯干活。”大家又想着给老刘找个工作。
  一夜过去，第二天一早，从头到脚都换上了新衣服
的老刘出现在大家面前。“这是我一位堂姐给我买的，
很合身。”他摩挲着新衣，像个孩子，露出腼腆的笑容。
  而工作方面也有了进展。在当地司法所的帮助下，
一家汽修厂同意让他去当学徒。老刘坚定地说：“非常
想学汽修，哪怕没钱也没关系。”大家心里的石头终于
落了地。
　　第三天临别时，老刘紧紧握着吴家洼监狱民警们
的手，一遍遍地说着“谢谢”，原本暗淡的双眼已明亮了
起来，泪水夺眶而出。望着监狱警车渐行渐远，老刘用
力地挥舞着双臂……
　　“‘三无’罪犯的顺利归正得益于近年来上海监狱
创新的大墙内外罪犯刑释衔接工作机制，该机制注重
排查和掌握临释罪犯的潜在风险，并通过全面评估和
科学应用，依托大墙内外的资源整合，多渠道、多平台
推进安置帮教工作，努力做到‘惩治犯罪’与‘创造新
生’的辩证统一，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上海’‘法治
上海’贡献监狱力量。”吴家洼监狱党委副书记、政委王
自龙说。

“ 三 无”罪 犯 回 家 记
上海吴家洼监狱创新罪犯刑释衔接机制

记者手记

□ 本报记者 陈磊 周斌 文丽娟

  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教育部、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等共同印发的《孤独症儿童关
爱促进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8年）》，卫生
健康部门应着力强化孤独症儿童康复医学服
务能力，做好相关服务。
  康复评估正是孤独症儿童康复医学服务
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发布的相关规
定，康复评估是家长报销孤独症孩子康复训
练费用所需材料清单的必选项——— 对于7岁
以下、北京市户籍的孤独症孩子，如果持有残
疾人证，需要在指定评估医院开具《北京市儿
童少年康复评估意见书》，才能报销相关康复
费用；如果没有残疾人证，需要在指定评估医
院开具《0—6岁疑似残疾儿童诊断评估书》，
才能报销相关康复费用。
  评估机构有限、费用难以报销，这是来自
北京的孤独症儿童康康面临的康复评估难
题，也是不少孤独症孩子家长的共同经历。
  在北京市顺义区鲁藤康复中心主任姚国
丹看来，就孤独症诊断领域来说，目前，能够
熟练使用相关标准进行诊断和评估的发育行
为儿科医生、儿童精神科医生、资深评估师数
量极少，且高度集中在一线城市的少数医疗
机构，孤独症孩子康复评估无法大范围开展，
导致评估预约排队时间长，进而出现评估难
问题。
  “更大的问题在二、三线城市和广大的农
村地区，那里有资质对孤独症孩子进行康复
评估的医院和医生更是凤毛麟角。”她说，这
些地区的孤独症家庭，要么长途奔波到一线
城市寻求康复评估，要么干脆放弃康复评估。
  在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孤独症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杜佳楣看来，另一个重要原因
是，针对孤独症孩子的康复评估比较复杂，评
估项目多，而且在评估过程中主要依靠医生
的观察和判断，既需要大量人力投入，还需要
花费大量时间，“评估一个孩子，一般来说，至
少需要两个小时”。
  “我国相关政策保障存在一定缺失，也是
导致孤独症家庭面临康复评估难的重要原
因。例如，国家层面尚未建立统一、强制性的
康复评估标准，导致部分地区、部分机构间
‘各自为政’；不少诊断评估项目未纳入医保
覆盖范围，更多倾向于补贴干预训练费用，而对前端评估环节的支
持力度相对较弱。”姚国丹补充道。
  杜佳楣解释说，医保政策未能覆盖康复评估，主要是因为医生
的评估行为难以按照现行标准进行定价。比如说，一个有10年康复评
估经验的主任医师，用两三个小时对一个孤独症孩子进行全部项目
的评估，既没有验血，也没有进行X光检查和B超检查，“按照医保报
销标准，难以进行价值量化”。
  要想解决孤独症孩子在获得康复服务时面临的评估难问题，杜
佳楣建议，首先要增加提供康复评估的医疗机构数量。可以考虑以
人口数据为标准强制性要求地方设立提供康复评估服务的医疗机
构数量，以满足孤独症家庭的需求。医疗机构确定后，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提供康复评估服务的专业人士数量，并建立相应的培训机制、
考核机制。
  “以北京为例，不少区域的医疗机构已经能够提供康复评估服
务，可以考虑由相关部门在每个区县指定一家医疗机构，增加指定
医疗机构数量。同时，加大康复评估专业人才的培养，满足孤独症家
庭的评估需要。”姚国丹说。
  杜佳楣建议，在孤独症康复评估领域，可以由卫健委、残联等部
门联合制定并推广相应标准，确保各地的评估机构形成统一性评估
结果。
  “应该将康复评估相关费用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可以考虑在医
保政策框架内针对康复评估出台特殊政策。比如，允许医疗机构根
据医疗服务进行收费，医保按照一定比例进行报销，既体现医疗服
务价值，也减轻孤独症家庭负担。”杜佳楣认为。
  她还建议，简化孤独症家庭康复评估的流程，比如孤独症家庭
直接到医疗机构预约、医疗机构开通单独预约通道等，解决预约难
问题；医疗机构可以考虑安排晚班班次、周末班次，提供更多康复评
估服务。
  “建议将康复评估工作纳入国家孤独症相关政策体系，特别是
纳入各地的残疾儿童少年康复服务规范中，为康复评估工作提供规
范依据。”杜佳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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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文丽娟 周斌 陈磊

  清晨5点的北京，天还未亮透。康康在睡梦中被母
亲陈芳轻轻唤醒，6岁男孩的睫毛颤了颤，下意识地攥
紧了母亲的衣角，仿佛那是系住小船的缆绳。父亲已
经默默检查好随身行李：病历本、医保卡、零食、玩具，
还有应对漫长等待的平板电脑。这一天，他们将赶去40
公里外的一家医院，为康康做孤独症康复评估。
  这是康康每半年一次的“大考”，不仅关乎他的
康复训练计划，更直接关系到近万元康复训练费用
的报销。对于这个需要为康复训练每月支出近2万
元（因近期更换机构、增加课程等原因费用比之前
增加，其中一小部分费用能报销）的家庭来说，这趟
评估之旅承载着太多的期待与不安。
  “评估结果就是通往下一段康复之路的通行
证，没有它，课程就会中断，部分费用报销的大门也
会关闭。”陈芳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语
气中透着疲惫与坚定，“每一次评估都决定着康康
未来半年能否继续追赶成长进度，也决定着我家要
为此付出多大的经济代价”。

“抢号就像打仗一样”

  北京市一家知名儿科医院，在陈芳看来就像一座
难以攻克的堡垒——— 能做评估的门诊每周仅开放半
天，寥寥十几个号源却要承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患儿。
  “抢号就像打仗一样。”陈芳对记者说，每次给
康康预约康复评估，她都提前很长时间守在手机
前，眼睛紧盯着屏幕，手指悬在“刷新”键上，心里默
数着倒计时。“早上特定时间开放预约号源，但通常
被一抢而空。”
  提前做了充足准备，第一次抢号竟然挂错了号，
挂成了保健科。回忆起那段经历，陈芳苦笑道。那天，
她带着孩子折腾了半天，做完检查后才发现挂错了科
室，保健科出具的评估结果并非康康需要的。
  幸运的是，一位接诊医生特别体谅他们的难
处，主动指导他们去相关科室尝试加号。“那个候诊
区，很多孩子和家长正在等待，每个家庭都带着相
似的焦虑和期待。”陈芳回忆说，等待的过程漫长而
煎熬，“最后排到我们时已经下午5点多，幸亏最终
加上了号，但需要一周后再来医院做正式评估”。
  在拥挤的候诊区，陈芳注意到有不少从外地远道
而来的家庭。她听到一位母亲操着外地口音说：“我们
那儿就认大地方、大医院的报告，再远也得来。”
  这句话道出了无数外地家庭的无奈。为了这一
纸评估报告，他们不得不踏上漫长的求医之路，在
陌生的城市里寻找希望。

复杂难走的评估路

  即便成功挂上号，康复评估过程也是一次对体
力和精力的双重考验。
  这家医院的各类评估项目分散在不同的楼层，
甚至不同的楼宇之间，对那条走了很多次的路线，
陈芳如今已刻在脑子里：“做完一项检查，医护人员
会告诉你下一个项目在哪儿，往往要穿过好几条走
廊，甚至要走到另一栋楼去。”
  起初，一家人经常在错综复杂的医疗楼宇间迷
失方向。“只能挨个问路，说得最多的话就是‘请问某
某科室怎么走’？”让她印象深刻的一次：他们按照指
引穿过一条长长的连廊，下了两层楼梯，才在副楼的
角落里找到了“隐藏”的测评室。“光是为了做完所有
评估项目，我们那天在医院里就走了上万步。”
  还有一次，陈芳在匆忙中走错了方向，返回时
突然“伤感”“泄气”涌上心头，只得不停地告诉自
己，“必须坚强”。
  “如果能增加评估孤独症儿童的医院门诊，或
者指定医院的医生能定期到各区医院坐诊，我们也
不用带着孩子跑这么远了，可以省去奔波之苦。”陈
芳说，她家附近一家区属医院也能完成类似的评估
项目，但评估结果却得不到认可。
  在这个过程中，康康似乎感知到了母亲的焦
虑，有时不安地拽着她的衣角，小声嘟囔着：“回家，
妈妈，回家。”
  当孩子累得不肯走时，陈芳和丈夫就轮番背着
他。康康趴在陈芳的背上，小声问着：“妈妈，还要多
久？”陈芳不知道怎么回答，她希望评估之路走得更
平坦些，希望康复之路也顺畅一些。

难报销的高额费用

  经济压力如同无形的巨石般压在这个家庭的肩
上。每半年一次的评估，不仅是对康康的康复进展进
行检验，更是一次对家庭经济承受能力的考验。
  在这家医院，普通号常常秒没，陈芳只能抢到特
需号。但挂号费500元，整套评估下来花费超过5000
元，这些全部需要自费。这笔开支对这个每月都要为
康复训练支付近2万元的家庭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
  经过多方打听，陈芳夫妇后续准备选择另一家指
定医院进行康复评估。这是一家专科医院，挂号相对容
易，普通号50元，但整套评估下来仍需自费2000多元。
  “这些费用医保没法报销，全部要自己承担。”
陈芳的语气中透着无奈，“需要评估的这个月，有没
有这笔支出对我们这种家庭而言区别太大了”。
  她向记者细细算起这笔账：康康每月的康复训练

费用，包括每天500元的课程费，按每月22天计算就是
11000元，再加上6000元的融合托管费以及其他杂费。
“这还不包括我们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开销。”
  最难忘的还是那次续费的经历：“发现还差2842.5
元，我蹲在机构厕所里翻遍了所有支付软件，连8毛钱
的余额都凑上了。”这笔每半年必须支付的评估费用，
对已经捉襟见肘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走出医院，陈芳就盘算着下一次评估的时间，
如何攒钱省出这笔费用，“就像心里揣着个记账
本”。这时，康康突然停下来，对着商店橱窗里的玩
具张望，陈芳狠心拉着孩子快步走开。

期待资源均衡分布

  在整个康复评估过程中，康康的天真无邪与医
疗系统的复杂形成了鲜明对比。
  “测试时，他以为在玩新游戏。”陈芳说，最近这
次评估，除了进行听力测试时需要孩子保持绝对安
静，康康不太配合外，其他评估项目如拍球、搭积
木、辨认形状等，他都表现得出奇好，“可能家里没
有这些专门的教具，所以对他来说很新鲜”。
  6岁的他不会知道，这些看似有趣的“游戏”背后，
是父母辗转难眠的夜晚、精打细算的账本和一次次往
返医院的奔波；更不会明白，那份评估报告上写下的
每一个字，都关乎着他未来半年的康复之路。
  “他蹦上台阶的样子就像征服珠峰。”康复机构
老师曾经的评价言犹在耳。如今，康康要征服的不
再只是30厘米的塑料台阶，而是复杂的医疗系统和
社会认同体系。
  值得欣慰的是，情况正在出现转机。“北京市的评
估机构逐步增加到了6家，现在号源多了些，预约的难
度也比以前降低了些。”说这话时，陈芳的脸上终于有
了一丝轻松，但很快又浮现出新的忧虑，“可是对我们
远郊区的家庭来说，进城评估仍然是个大难题”。
  她最大的期盼，是希望专业的评估服务能够进
一步下沉到各区县，“要是评估的资源能够更均衡
地分布，让更多专业的服务来到我们身边，并纳入
医保，那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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